
*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对中国某移动出行平台及网约车司机的调查，为遵守学术规范，该移

动出行平台用 W 平台进行代替。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成果( 14XNJ012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

自负。
① 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照波斯纳( Ｒichard Allen Posner) 等人于 2016 年 10 月 7 日所撰写

的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判决书( Nos． 16 － 2009， － 2077 ＆ － 2980，具体可参见

http: / / caselaw． findlaw． com /us-7th-circuit /1750600． html) 。波斯纳对网约车与传统出租

车之间的行业竞争关系做出了说明与判断，由此也引发了一轮激烈的争论。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
工作自主性*

———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

吴清军 李 贞

提要: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对国内某移动出行平台上司机的劳动过
程及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与传统劳动过程控制不同的是，平台对劳动控制
变得更加碎片化，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
存的。在此判断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平台控制劳动过程并使劳动者产生工作
认同的三种核心机制，即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以及星级评分机
制。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劳动者对平台与平台规则形成了主动认同与被动
接受的复杂主观感受与工作体验。同时，本文通过对 15484 名样本司机的数
据分析，论证了司机对工作的认同可转化为超额劳动，但在转化过程中存在
着身份的差异。

关键词: 分享经济 劳动过程 劳动供给 工作自主性 工作认同

一、引 言

自美国优步公司( Uber) 2010 年推出网约车平台以来，分享经济的

用工模式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学界争论最激烈

的问题，除了如何确定分享经济与传统商业模式之间的行业竞争规则

之外，①就是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 网约车司机) 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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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判断二者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要参照多个标准，但在所有标准当中，

最为核心且最能反映二者关系的标准，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否

接受和服从平台的工作指令，并考虑这种接受和服从是长期的还是短

暂 的 ( Cappelli ＆ Keller，2013; Cunningham-Parmeter，2016; Brown，

2016) 。①

网约车司机与互联网平台是否形成雇佣关系? 这个问题目前仍处

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并且从各国不同的法院判例来看，判决标准和判决

结果也不尽相同。虽然学术、政策及法律的争论仍在进行，但自美国优

步开始，各种分享经济平台却大量涌现出来，比如以爱彼迎( Airbnb) 为

代表的短租共享平台、以美团、点评为代表的餐饮配送平台、以亚马逊

土耳其机器人( Amazon Mechanical Turk) 为代表的工作众包平台，等

等。这些分享经济平台以弹性和灵活的工作方式吸引了大批劳动者，

参与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数量迅速增加( Katz ＆ Krueger，2016; Harris ＆
Krueger，2015; Hall ＆ Krueger，2016; Farrell ＆ Greig，2016) ，平台的用工

模式也已渗透到许多行业当中。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分享经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本文

暂不参与目前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争论当中，而是希望引入社会学的

劳动过程理论来进行理解和解释。判定平台与劳动者关系的核心问题

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因此本文将结合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三大问题:

第一，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监管和控制的? 第

二，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监管产生了怎样的意识与态度? 第三，

劳动者的主观意识与态度对劳动供给会形成怎样的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国内某移动出行平台( 以下统称为 W
平台) 为分析对象，从 W 平台的劳动过程入手，着重分析分享经济平台

的劳动过程与监管和控制机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因考虑到目前对

分享经济平台与劳动者的研究都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本文将采用混合

研究的方法对司机的工作进行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文章首先对 W
平台的工作规则、工作管理以及劳动者对工作认可进行案例分析，进而

利用 15484 个司机样本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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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可参考 Harris ＆ Krueger，2015; Aloisi，2016; Kennedy，2016; Kurin，

2017; Campbell ＆ Price，2016; Minter，2017; 常凯，2016; 王天玉，2016; Katz ＆ Krueger，
2016。



二、劳动过程控制: 从工业生产时代到互联网时代

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做出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

的活动，也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 马克思，2004 ) 。资本家为实

现价值增值，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监督和指挥，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中

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劳动组织的分析，揭示了劳动者对资本的隶属、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以

及工人反抗和斗争的观点。
在《资本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中，劳动过程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主题上的研究并未获得较大的理论突破

( 布雷弗曼，1979) 。一直到 1974 年，布雷弗曼( Harry Braveman) 出版

了《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劳动

的科学管理和劳动技能退化的主题上，自此之后劳动过程的研究得以

复兴。在《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之后，学界围绕布雷弗曼的研究展开

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布雷

弗曼的研究提出了批评( Elger，1979; Friedman，1977; Edwards，1981 ) 。
在这些批判中，一些学者认为布雷弗曼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并未涉及工

人阶级的主观意识。① 此后，弗里德曼( Andrew Friedman) 、爱德华兹

( Ｒichard Edwards) 和布若威( Michael Burawoy) 等学者开始将劳动过程

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工人的主体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布若威的

《制造同意》。在书中，他将劳动过程作为分析的中心，将工人主体的

意识与行动置于生产层面上进行研究，阐释了工人“同意”( consent) 意

识的产生过程。布若威的研究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的认识( 参见游正林，2006) 。
但是，布雷弗曼、布若威等学者所探究的劳动与雇佣都发生在工业

化大生产时代，研究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以及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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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雷弗曼( 1979: 29) 提到:“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

的意识、组织或活动的水平。这是一本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

自为阶级的书。”



建立在资本—劳动的雇佣关系基础之上。当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已催生出了新型的分享经济平台和劳动者群体，传统的

组织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资本与劳

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认为同样不能忽略资本通过互联网技

术对劳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
分享经济平台与传统雇佣组织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最根本一点在于，分享经济平台仅对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进

行监管和控制，而其他时间不加以管理和控制。所以，劳动者在平台上

接单和工作，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休息休假，甚至能够决定劳

动供给与薪资水平，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性。那么如何来理解平台工

作的这种劳动控制和工作灵活性的关系呢? 学者们根据优步的案例，

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性研究。
一种观点从二者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认为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

的工作自由是以损失劳动权益保护为前提的。有学者认为，分享经济

平台使得劳动者参与集体行动以及改变环境的可能性被削弱，并且劳

动 者 不 得 不 承 担 平 台 调 整 费 率、增 加 控 制 带 来 的 不 确 定 风 险

( Cockayne，2016) 。这些风险常被认为是工人为获得灵活工作而进行

的必要权衡( trade off) : 比如无须固定的工作时间，按照意愿选择是否

工作等( Harris ＆ Krueger，2015 )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者看似以

缺少保护为代价获得了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和灵活，但竞争导致的工资

率下降迫使他们延长工作时间，于是劳动者只能再以牺牲这一自由和

灵活为代价来换取养家糊口的收入( Finkin，2016; Stanford，2017) 。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获得工作自由的结果进行分析的，认为劳动者

虽然获得了工作的自由，但结果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资本更加严厉的

控制之中。有学者认为劳动者在某平台上持续工作的时间是他们获得

收入和保持内部排名的主要方式，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增加工作

时间。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灵活只是一种安

慰( Aloisi，2016) 。最终，经过市场竞争，仅存的一两家平台得以幸存，

权力 被 集 中 到 少 数 人 手 中，平 台 所 有 者 成 为 虚 拟 的 垄 断 资 本 家

( Kenney ＆ Zysman，2016 ) 。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富，财产转换为权

力，劳动者的收入和财富则随着工人保护、劳动条件被损害而丧失，劳

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发生倾斜( Stone，2017) 。对于那些以平台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全职”劳动者来说，平台对他们的控制力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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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osenblat ＆ Stark，2016) ，他们也更容易受到平台政策调整( 诸如收入

降低、工作条件变得恶劣) 的影响，成为承担风险和忍受艰苦工作条件

的劳动者( Ｒosenblat，2016) 。依赖网络而生的分享经济尽管听起来很

慷慨，但却是“贪婪的资本家将劳动者的拼命工作货币化的方式”
( Henwood，2015) ，其繁荣发展形成了新一代的电子血汗工厂( Aytes，
2013) ，导致了 21 世纪新一轮的剥削( Ettlinger，2016 ) ，且这种剥削更

具隐蔽性( 曹晋、张楠华，2012) 。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与传统雇佣组织相比，分享经济平台通过互

联网新技术和新的用工形式，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出现了新的变化。平

台仅控制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而其他时间由劳动者实行自我

管理; 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拥有一

定的工作自主权。所以，在分享经济的用工模式中，平台对劳动过程控

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对于这种新用工模式以及

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的策略，下文结合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三、W 平台劳动过程与控制机制

为探究分享经济平台的劳动控制，我们选取了 W 移动出行平台进

行深入探究。W 平台自 2014 年进入网约车市场以来，业务已迅速扩

展至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成都、重庆、杭州等多个城市，吸引了大批

用户。截至 2016 年 4 月末，在该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注册数为 4888. 7
万。本文选取 W 平台为个案进行研究，其用工模式和劳动控制策略能

够很好地反映当前分享经济用工模式的特征。

( 一)“灵活”与“自由”的平台工作

2016 年 5 月 － 2017 年 4 月，我们分别访谈了 W 平台的管理人员

以及北京、成都、泉州与深圳等地的网约车司机。我们结合访谈结果与

平台设定的程序，整理了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流程。通过简单描述劳

动过程，我们可以比较平台工作与传统雇佣工作之间的差异。
与传统雇佣工作不同的是，司机在平台上工作不需要经过面试、入

职、签订合同、培训、工作任务分配、工作协作、业绩考核、薪资发放等复

杂的劳动过程，司机在平台上只需经历两个程序即可，即注册和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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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劳动过程: 注册。注册程序和流程可在线完成，注册后几个

工作日内即可得到平台认证的信息。在注册中，司机需提供姓名、身份

证件、车辆型号、驾驶执照、保险、收款银行账号等信息。上传完相关信

息之后，司机需要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内容包括对公司的介绍、客户

端软件使用方法、接单流程、注意事项等，视频结束后还需再通过相关

测试。经过平台审核和背景调查后，司机即可激活程序，成为网约车

司机。
第二个劳动过程: 接单和完成工作任务。司机开始工作后，每一订

单的工作流程如下: 司机打开软件客户端，点击上线按钮→平台根据距

离、服务分等信息进行计算，给司机派单→司机有 15 秒时间点击屏幕

确认接单→司机打电话与乘客沟通具体上车地点→乘客上车后，司机

滑动开始行程按钮→到达目的地后，司机按下结束行程按钮→司机对

乘客进行评价，软件自动计算费用→订单结束，司机等待下一单。
如上所述，司机开始工作后，每一订单的完成实际上都类似于一条

虚拟的生产线。手机客户端软件指导司机通过点击手机屏幕完成生产

线上的每个任务，即完成“接单→电话确认地点→载客→结束行程→
评分”的流水线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在潜意识中并不完全将其

认同是一种“工作”，“挺有意思的”、“跟着 APP 的流程走就行”成为司

机群体的普遍感受。“轻触屏幕与踩油门”的结合就完成了工作任务，

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同时，司机的工作时间看起来非常灵活，例如司机可以按照自己的

时间表选择在线时间、在线时长，也可以选择是否下线。更为重要的

是，与传统雇佣工作不同的是，生产资料即网约车是由司机自己提供

的。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司机有一种“为自己工作”的感觉。W 平

台对工作的宣传语更加深了司机对工作“灵活性”的认识，即“做自己

的老板，您自由决定什么时候上班，工作多久”。
因此，一方面 W 平台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具备了天然的碎片化特

点，空闲时间即可完成每单交易，计算机算法和软件的应用大大提高了

供需匹配的效率，虚拟的流水线式工作过程使司机感受到并未被管控;

另一方面 W 平台将自由、灵活、可随意支配闲暇时间作为吸引司机加

入平台的宣传，使司机产生了自由工作的感觉。相比雇佣条件下的工

作，W 平台上的司机在工作时间上感受到了更多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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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计酬机制与激励机制

W 平台通过后台的大数据运算，设计了区别于出租车行业的计费

方式和奖励政策。在计费与奖励政策制定中，平台拥有单方面的定价

权，且能实现价格随着天气和路况变化进行实时调整。所以，在整个计

费和奖励政策设计与实施中，W 平台充当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为了给乘客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平台根据车辆类型制定了不同的

计费方式。例如从 2016 年 9 月 15 日 － 2017 年 4 月，平台根据市场竞

争状况，将最低级别的专车里程费由 1. 5 元 /公里提升至 1. 8 元 /公里，

时长费由 0. 25 元 /分钟提升至 0. 35 元 /分钟，长途费与夜间费维持不

变。调整后各级别费用如表 1 所示。

表 1 W 平台乘车服务计费方式

基本费用标准

车辆级别 一类车 二类车 三类车

起步价( 元) 0. 00 15. 0 18. 00

最低费用( 元) 10 20 30

里程费( 元 /公里) 1. 8 2. 3 3. 85

时长费( 元 /分钟) 0. 35 0. 4 0. 7

长途费
超过 12 公里，每公
里多收 0. 8 元

超过 15 公里，每公
里多收 1. 2 元

超过 15 公里，每公里
多收 1. 9 元

夜间费( 23 ∶ 00 － 5 ∶ 00) 2. 2 元 /公里 3 元 /公里 5. 75 元 /公里

资料来源: 具体费用标准来源于 W 平台公司内部网站。

根据上述计算方式，司机将获得每单的基本收入。除此以外，平台

还推出了样式繁多的奖励措施。这些奖励措施因城市不同而有所差

异，并且每周都有新的变化。以北京地区某时段的奖励规则为例，①奖

励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普通翻倍奖: 除高峰时段外所有行程均将得到基础车费( 含溢

价) 的 50%作为奖励，最多每单可奖励 70 元。
( 2) 高峰小时保底奖: 这项奖励的前提是在规定的高峰时间段内，

司机每小时至少上线 45 分钟，并完成至少一项订单业务。如果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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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内基础车费和奖励费未达到保底金额，平台将按照保底费用标准

进行补贴。
( 3) 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 司机当周成单率 60% 以上，当周完成

80 单以上，且当周评分 4. 8 分以上，平台额外奖励当周基础车费的

80%，上限为 2000 元。
( 4) 金牌服务奖: 司机当周评分在 4. 8 分以上，成单率 60% 以上，

且当周完成订单数最多的前 100 名司机，可再获得 400 元金牌服务奖。
( 5) 新司机首周奖: 司机激活账号后 7 天内完成 5 单、10 单、15

单，分别奖励 200 元、500 元和 800 元。
司机在平台上的收入所得，本质上是司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

化形式。对于 W 平台上司机获得收入的计算方式，平台采用了类似于

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薪酬体系。这一收入计算体系对司机产

生了极强的激励效果，并且不同时间、时段及地区奖励规则的多重变

化，也将司机纳入到了一种“有趣”的游戏当中。

( 三) 隐形的“雇主”和管理: 处于核心的评分机制

每一订单完成之后，平台会鼓励乘客根据乘车体验进行星级评价，

星级从 1 星至 5 星不等。为了增加双方信息的透明度，使双方所提供

的信息更具对称性，平台提供了双向评分，即司机和乘客都可以给对方

进行相应的评价。这种双向评分机制看似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对司机

不公平的规则设计，即乘客获得的评分对其出行利益并不会带来太大

的影响，但乘客对司机的评分则与司机的收益直接关联。平台通过评

分机制对司机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管控。
第一，司机完成工作的方式与工作环境受到评分机制的管控。平

台推出的所有奖励都涉及司机评分和成单率，而司机的成单率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司机评分的影响( 较低的星级更容易导致乘客取消订单) ，

因此评分高低直接决定司机是否可获得奖励，进而影响司机的实际收

入。为了获得奖励，司机表现出对高分星级的强烈偏好，从而直接影响

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例如为乘客提供餐巾纸、饮用水、充
电器，以热情、友好、积极的态度进行交谈和服务等等。除此以外，决定

司机工作环境的权利也被部分转交到了乘客手中，比如播放何种音乐，

是否打开空调等。
第二，司机的工作时间受评分机制影响。乘客所能看到司机的星

441

社会学研究 2018． 4



级是他们最近 500 单行程的平均星级。当司机的星级较低时，他们往

往会通过增加接单量来获得提高评分的可能性。当乘客给司机一颗星

的评价时，司机则至少需要完成五个五星级的订单才能抵消影响。另

外，司机是否能够达到领取奖励的标准，也取决于最近一周的星级评分

和成单率，这样的机制使得司机每周都处于被评价的状态之中。通过

这种评分机制，平台每周都会给予司机激励，进而督促司机努力工作。
第三，平台使用评分机制对司机进行惩戒。当司机所获得评分低

于某一分数时，司机将无法获得相应的奖励补贴; 如果分数继续降低，

则司机的账号会被停用。爱德华·陈( Edward Chen) 认为这一机制是

平台对劳动者实施控制的有力方式( Chen，2015 ) 。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平台使用评分机制对司机工作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在行使

雇主的解雇权( Aloisi，2016) 。
第四，评分机制暗含监督管理权与冲突的转移。从表面上看，司

机的星级是由乘客根据乘车体验所打出的评价分数，实际上这样的评

分机制是平台通过软件将监督和管理权转移给乘客的一种表现。这

种监督和管理权的转移使得司机不会感觉到自己被平台直接监督和

管理; 并且因为乘客作为消费者天然地具备对服务的敏感，这样的监

督伴随着司机的劳动过程无处不在，且成本极低。除此以外，无论是

因为司机自身路况不熟的主观原因，还是因为定位不准确的客观原

因，或是乘客心情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差评，且后果都由司机来承

担。一旦出现乘客的差评，司机首先会抱怨乘客“太过挑剔”、“恶意

差评”，大大降低了司机质疑评分机制与平台控制的可能性。平台以

超低的成本换取了对司机工作全程的监督，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监

管与司机之间的冲突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消费者和司机的身上。
第五，评分的排他性和不可转移性使司机更加依赖平台。司机在

平台中所获得的评分在某一特定平台上有效，但无法转移至其他移动

出行平台。一旦司机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上接单，则意味着其“职业

生涯”的终结( Prassl ＆ Ｒisak，2016) 。平台评分与收入类似，都是作为

司机在平台上工作“资产”的一部分，司机轻易不会放弃已积累起来的

分数。尤其对那些在平台中已投入大量精力且已获得较高评分的司机

来说，评分的不可转移性对其选择的自主性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除评分机制外，平台还通过其他方式对司机的劳动过程施加监管，

比如在其注册过程中要求司机不能同时在不同平台上接单，如被举报

541

专题研究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



则平台有权终止与司机的合作等等。但是，评分机制始终处于平台控

制劳动过程的核心，一方面评分机制将监督司机劳动过程的权力转移

给乘客，平台成为背后“看不见的雇主”，形成了对工作的隐蔽性控制;

另一方面评分与司机的收入和声誉密切相关，对司机完成工作的方法、
方式和态度产生了实际的控制。

以上我们描述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通过描述可以看出，司机

在互联网平台上工作，既享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

要受到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尽管司机享有一定工作自由，但是平

台仍然拥有控制权，司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接受平台的工作指令，接受

平台对司机的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的监管和控制。平台控制和劳动者

工作自主权同时并存于劳动过程中，这一特点与传统雇佣模式下的劳

动过程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四、工作自主性与劳动者认同

布若威把工人的主体性带入了劳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劳动过程

的研究应该去考察工人的体验，也就是工人对于剥削的“同意”。通过

对资本主义工厂“赶工游戏”的研究，他认为“赶工游戏”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机制塑造了工人对“剥削”的同意，从而使资本在取得剩余价值的

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的重要作用( 闻翔、周潇，2007 ) 。在布若威的分析

中，尽管工人能够在“赶工游戏”中产生主观上的“同意”，但资本仍牢

牢控制着整个劳动过程，这种控制与布雷弗曼所称的“概念”与“执行”
相分离的控制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在分享经济用工模式下，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互联网平台通过计算机技术，把整个生产和服务任务细化成

一个个可以由劳动者独立完成的工作任务。正如上文分析的 W 平台

劳动过程一样，平台将整个运载的任务变成了一单单可以由司机独立

完成的任务，平台仅控制司机的在线劳动过程，而其他时间并不加以控

制。在 W 平台这种分享经济模式下，控制变得碎片化了，并且劳动者

只要不接单，平台对其没有任何控制。所以，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并非

是劳动者的主观感知，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平台的控制是同时存在

的。那么在这种碎片化的劳动过程控制中，劳动者会产生怎样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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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和感受呢?

( 一)“同意”的主动认可

W 平台通过宣传工作的自由与灵活，并提供具有激励作用的计费

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司机工作的积极性，使之对平台规则产生了认可。
所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司机对工作的认知与感受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 粟瑜、王全兴，2016) 。我们在与司机的访谈中发现，

司机感知到的并非仅仅是平台的监管与控制，同时也感受到工作的自

由与灵活。故此，在平台监管与工作自由相互融合的劳动过程中，司机

对工作产生了类似布若威所说的“同意”。这种“同意”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第一，对工作自主性和灵活性产生了认同。平台通过制定诱人的

激励政策，将每项工作任务都嵌入到“游戏”之中，让司机在完成“生

产”的同时还感觉不到无聊和单调，反而会觉得工作有趣并受到激励，

从而使他们更加配合平台的规则，制造满足奖励条件甚至是超过该条

件的“产量”。
同时，司机进入平台的原因存在很明显的差异: 有些司机专职开网

约车，其动力来自于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经济收入; 部分司机则是为了社

交、消磨时间顺便“载客分担一下油钱”; 也有司机纯粹出于兴趣，赶一

趟分享经济的潮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平台工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司机的需求。平台工作之所以能够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就在于

平台工作是以“订单”的方式分配任务。司机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和

任何地点加入平台工作，其工作最大的特性就是工作安排的灵活性。
在从事这些灵活工作的劳动过程中，虽然司机的工作也会产生生理和

心理上的劳累或不适，但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平台工作为他们带来了

“相对满意”。比如一些没有其他技能的司机，除开车之外并没有更好

的就业方式，比起失业或不断找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平台工作使

他们暂时获得缓解; 有些原本开“黑车”的司机也加入到网约车司机当

中，促使他们加入平台工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开网约车“不

用东躲西藏了”; 另外，有些司机拥有比较充裕的闲暇时间，与其赋闲

没有收入，不如利用随时可进退的平台赚取额外收入。不管司机们加

入平台工作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这种“相对满意”的感受都使他们对

平台规则产生了主动的认可。

741

专题研究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



第二，对互联网规则的透明性产生了认同。互联网平台作为乘客

和司机的交易平台，无论是交易规则的透明性，还是计酬体系的透明

性，都是吸引司机加入平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透明的规则降低了

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双方的信任度。对于司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

是计酬体系的透明性和公开性。无论是基础费率还是奖励补贴，平台

都将其公开化和透明化。虽然部分司机存在着“闹不清这个钱怎么算

出来的”的怨言，但是公开透明的计酬规则让司机们首先产生了“多劳

多得”的公平感。另外，为了刺激乘客的乘车需求并吸引司机上线接

单，平台初期的补贴力度非常大，很多司机都感受到了收入的大幅增

长; 并且平台结算收入的周期以周为单位，司机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

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司机

更加主动与快速地对平台规则产生了认可，也即布若威所说的“无法

在既参与游戏的同时又质疑其规则”( 布若威，2008: 82) ，这为促使劳

动者产生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对平台激励机制产生了认同。司机被纳入平台所设计的工

作游戏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劳动定额。如果说平台基本里程费和时

长费的设置与传统出租车计费模式类似的话，那么平台各项奖励规则

的实施则使司机在线时间和接单数量获得了极大提升。为获得各项奖

励，司机会自发延长在线工作时长，并尽可能完成更多接单量。如果说

传统出租车司机每天首先想到的是“先赚回今天的份子钱”，平台司机

想到更多的则是“完成今天的接单量”。并且，与传统激励不同的是，

平台的奖励规则可随时变化。在平台奖励种类繁多且力度很大的时

候，司机偏好短途拉客，按照他们的说法是: “把单拉够，先把补贴赚到

手”。为完成更多的任务目标促使司机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更多的劳

动，而不断变化的规则又增添了游戏的趣味性，司机的工作被纳入到了

平台指定的规则之中。
按照布若威所言，尽管在工业化大生产下资本实际控制了整个劳

动过程，但资本主义“赶工游戏”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工人对剥削的“同

意”( 布若威，2008) 。但是在分享经济的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控

制已变得碎片化了，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劳动者工作的自主性是

同时并存的。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网约车司机对互联网平台和

工作规则的认同，这种认同的主观体验比布若威所描述的“同意”更加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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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意”的被动接受

布若威认为资本通过资本主义工厂意识形态塑造了工人的“同

意”，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分析这种“同意”的体验到底是工人主动产生

的，还是迫于资本强大的力量而被动形成的。在分享经济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平台的控制是同时并存的，在此，我们发现的

是: 劳动者对互联网平台和工作规则既存在主动的认同，同时劳动者这

种认同的主观体验，也源于劳动者面对劳资力量不均衡所产生的被动

接受。
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会对平台工作产生满意的感受，随着市场需

求的饱和以及平台奖励的减少，有些司机逐渐产生了不满。有的司机

开始对平台制定的规则产生质疑，一些司机表示: “20% 的平台管理费

太高，算算现在的收入，这个比例甚至比出租车司机缴纳的份子钱还

多”。也有的司机感受到了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认为: “( 工作) 绑得

慌，一大早上了车就下不来，一直在开。现在高峰期出租车也开始活动

了，不开车赚不到钱啊”。还有司机深深感受到了评分机制带来的影

响，认为“以前我的分没这么高，有的乘客没什么原因就给一星，我这

也是一单单把分给拉高的，没什么办法”。虽然司机开始感受到了这

样的压力，但他们对规则还是处于接受的状态，认为“这个平台就是给

乘客和我们提供一个信息的;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希望奖励

再多一些”。
司机对工作的不满确实存在，但大多数司机应对不满的方式只是

在质疑过后继续埋头工作，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提高服务质量、向乘客

索要好评的方式来继续工作。如布若威( 2008: 102) 所言: “存在的不

满，并未指向反抗资本主义而是指向其再生产”。所以我们分析认为，

网约车司机主动认可平台规则与被动接受相并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劳动仍依附于互联网平台。按照平台公司的宣传，司机是拥

有自己资产( 网约车) 的独立合伙人，他们实行的是自我管理，不受平

台的任何束缚。但是，通过对司机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司机和劳动仍

然依附于平台。消费者通过手机软件获取服务，订单在几十秒乃至几

秒钟内被接受，而司机则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和约定的地点接到乘

客———这样的模式逐渐让消费者以技术和设备的精准来要求司机，而

司机则成为平台和软件在现实中的延伸。同时，司机需要的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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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不高，可替代性极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司机被平台和消费者看作是与出租车司机同质的廉价劳动力，劳

动逐步被商品化。虽然司机自己提供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却附属于

平台。
其次，劳动者更加原子化。通过引入个体竞争和冲突转移，平台中

的司机被逐步分散为原子化的个人。尤其对于兼职司机来说，他们与

其他的“同行”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在平台上专职开车的司机则因为

背景和境遇较为相似，有共同的微信群，但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很难为了

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随着平台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只会剩下

一两家影响力较大的平台，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力量愈发不均衡。面

对平台制定的规则，他们更加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平台的规则。
综上所述，W 平台通过其对“灵活、自主”工作的宣传，吸引了大批

传统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职业者和闲暇时间较充裕的劳动者。当劳动

者进入 W 平台成为司机后，平台通过颇具吸引力和趣味性的计酬机制

和实时评分机制，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过程的实质性控制。这种控制

渗透入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及工作时间等多个方面，使劳动者

自主或被动地对平台规则产生认可，最终形成了与平台合作的结果。

( 三) 分享经济下的工作认同

为了更好地探讨分享经济下的工作认同，这部分对上述分析的内

容做个简单总结。关于分享经济下劳动者主观意识的研究，目前已有

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可以把目

前学者的观点总结为两类: 第一类延续了布若威的观点，认为平台工作

通过虚拟的网络和手机软件应用来实现，表面上看劳动者受到 IT 算法

及软件的指挥，使之产生“没有上司”的感觉( Steinmetz，2015 ) ，但与其

说平台扮演了数据库的角色，不如说平台就是雇主( Aloisi，2016) ，控制

变得难以察觉。另外有学者认为，“分享经济”一词并非偶然出现，它

的使用其实是一种商业策略( Cockayne，2016) ，虽然平台将其运营模式

称为共 享，但 软 件 只 是 使 资 本 的 运 作 得 以 发 生 在 产 生 合 意 /同 意

( consenting) 的双方之间，实质的共享并未发生( Ｒogers，2015 ) 。在分

享经济中，“共享”、“任务”、“帮忙”、“服务”等词语的使用替代了“工

作”、“劳动者”、“劳工”，劳动者成为隐藏在背后“看不见的工作者”，

逐渐被认 为 是 IT 设 备、虚 拟 平 台 和 手 机 软 件 的 延 伸 ( De Vale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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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第二类是从劳动者工作选择意愿进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平台

工作满足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心理需求，产生了“满意”的感觉，

从而使部分劳动者产生自我控制( Wheatley，2017) 。除收入等经济性

因素以外，促使劳动者进入平台工作的原因还包括众多心理因素。一

方面，劳动者可能为摆脱某种负面心理情绪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平台

吸引了一批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选择的劳动者，为了避免失业带来的

空虚、耻辱和自我贬低，并在平台工作中使用过往培训所获得的技能

( Murgia，2013) ，他们甘愿从事平台上缺乏保护的工作，进而实现自我

管理( self-governance) ( 蒋大兴、王首杰，2017) ; 另一方面，一些进入平台

工作的劳动者则是因为平台能提供正面的心理激励( Ettlinger，2016) 。
从上文分析的案例来看，我们觉得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

面性。第一种观点过于强调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且过于强调互

联网技术所导致的“剥削”的隐秘性。这种观点延续了布若威关于工

业化大生产时代劳动过程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关注劳动过程控制出

现碎片化的特点。第二种观点片面强调劳动者个体选择的主观性，仅

从劳动者主动接受平台规则的角度来阐述劳动者的主观意识，而没有

去分析劳动过程中平台控制的事实。通过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在分享

经济下，劳动控制已出现了碎片化的新特点，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是

同时并存的。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对互联网平台和工作规则的主观认

识，既存在着主动的接受，同时也存在着在劳动过程中对剥削产生的被

动“同意”。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按照布若威的观点，劳动者在资本控制劳动过程中能够产生主观

意识上的“同意”，从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在平台碎片化的

控制、司机拥有一定工作自主权的劳动过程中，司机的主观意识是否会

影响他们的劳动供给? 由于目前学界对分享经济与劳动的研究仍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所以本文希望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定量的研

究方法来验证这一观点。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数据。通过 W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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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协作，我们于 2016 年 5 月采用手机客户端推送的方式向司机发放

了问卷。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本次研究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共回收

有效问卷 15484 份。样本城市涉及北京、成都、杭州、深圳、合肥、重庆、
长沙、上海与广州等九大主要城市。问卷内容涉及司机的基本人口统

计学特征、工作内容和对工作评价等方面。第二部分是根据问卷被调

查样本司机在平台中的编号，直接从平台上抽取该样本的部分后台

数据。

( 一) 研究假设

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有两种途径来赚取更多的剩

余价值，一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即产

生绝对剩余价值; 二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

余劳动时间，即产生相对剩余价值。在分享经济平台中，资本通过技术

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使消费者和司机之间的匹配速度和效率

都获得了较大提升。所以，按照马克思界定的两种不同剩余价值，本文

认为资本通过技术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对于相对剩余价值，

我们很难使用目前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测量和计算，所以在这里我们并

没有考察资本通过技术所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本文主要探讨绝对剩

余价值，即通过司机的工作时间，我们以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来衡量司

机被控制的程度。因此本文选取了司机的工作时间作为数据分析的因

变量。
以案例研究的劳动过程为依托，我们发现司机被平台的计薪方式、

评分机制以及“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所影响，在被平台监管的同时也

产生了对平台规则的认可。因此，本文的自变量为平台对司机在三个

维度上的影响，具体测量三个方面: ( 1 ) 是否认为平台的激励机制更

优; ( 2) 是否认为评分机制能让自己更好地服务乘客; ( 3 ) 是否认为平

台的工作更具灵活性。同时，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影响司

机在平台上工作时间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的身份，即专职还是兼职。
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在工作时间、工作态度、工作动因与工作评价等方

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文将这两类群体区别开来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提出以下两组研究假设:

H1a: 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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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

H1b: 认可平台评分机制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H1c: 认可平台工作灵活性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H2a: 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H2b: 认可平台评分机制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H2c: 认可平台工作灵活性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 二) 变量处理与操作化

1． 自变量

本文选取了三个自变量，分别为:

司机感知到的平台激励情况: 将“您是否认为平台激励机制优”转

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取 1，“否”则取 0。
司机感知到的评分机制，将“评分机制是否让您为乘客服务更规

范”转化为虚拟变量，“是”则取 1，“否”则取 0。
司机感知到的工作灵活度，将“您是否认为平台工作更灵活”转化

为虚拟变量，“是”则取 1，“否”则取 0。
2． 因变量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工作时长。工作时长选取的数据为: 通过从

平台抽取的调查期前十周工作时长，计算每个样本的周均工作时长作

为因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 人口统计学特征及与工作有关的职业变

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 出生年份、性别、最高学历、婚姻状况、户籍

情况、子女个数、所在城市。职业变量包括: 开网约车的时间。
将“出生年份”用问卷调查时间 2016 减去填答年份，得到司机年

龄的连续变量。
将“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男性取 1，女性则取 0。
将“最高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初中及以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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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9，“高中或中专”取值 12，“本科和大专”取值 16，“硕士及以上”取

值 19。
将“婚姻状况”按照“是否已婚”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取

1，“否”则取 0。
将“户籍情况”按照“是否本地户籍”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

则取 1，“否”则取 0。
将“子女个数”按照“0、1、2、3”转化为连续变量。
将“城市”按照“是否为一线城市”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

取 1，“否”则取 0。
用问卷填答时间与第一单接单时间之间的差值，作为司机进入平

台工作时间的连续变量。

( 三)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对样本司机的总体特征作如下总结: 第

一，司机的平均年龄为 35. 9 岁，其中“25 － 44 岁”的司机占总体的

80. 0%。第二，男性司机占比远超过女性，占到总体的 95. 2%。第三，

近一半( 48. 1% ) 司机的学历为高中或中专水平，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者占比 12. 3%。第四，84. 7% 的受访者处于已婚状态，平均子女个数

为 1. 3 个。第五，65. 0% 的司机没有当地户籍，“外来人口”占据平台

司机的大多数。53. 2%的受访司机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

市，46. 8%来自其他非一线城市。
根据对问卷中“开专车是您唯一的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可

以将 W 平台上的司机分为专职司机与兼职司机。在 15484 个样本中，

专职司机占比为 42. 24%，兼职司机占比为 57. 76%。对比来看，兼职

司机受教育程度较高，持有本地户籍比例也较高。二者在人口统计学

方面特征如下: 第一，在年龄方面，专职司机平均年龄为 35. 8 岁，兼职

司机为 36. 1 岁，二者在年龄结构和平均年龄方面差异不大。第二，在

受教育程度方面，兼职司机中受过高等教育( 指本科及以上学历) 者的

比例约为 17. 6%，远高于专职司机的 5. 2%。第三，兼职司机中持有本地

户籍者比例为 51%，远高于专职司机的 36%。第四，在家庭情况方面，兼

职司机群体中已婚比例为 85. 5%，高于专职司机近 2 个百分点。其中专

职司机有更多的子女，平均为 1. 37 个，略高于兼职司机的 1. 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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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W 平台专职与兼职司机人口统计学结果

变量 类别 专职司机( % ) 兼职司机( % )

年龄( 岁)

24 及以下 5. 0 3. 8

25 － 34 44. 9 42. 5

35 － 44 33. 3 39

45 － 54 14. 9 13

55 － 64 1. 9 1. 6

65 及以上 0 0

性别
男性 97. 5 97. 4

女性 2. 5 2. 6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4. 2 11. 8

高中或中专 55. 1 43

大专 15. 5 27. 7

本科 4. 9 16. 3

硕士及以上 . 3 1. 3

婚姻状况 已婚 83. 6 85. 5

子女数

0 6. 1 7. 8

1 55. 5 63. 3

2 33. 6 26

3 个及以上 4. 9 2. 9

城市类别
一线城市 59. 0 48. 9

非一线城市 41 51. 1

户籍状况
本地户口 35. 9 51. 3

非本地户口 64. 1 48. 7

2． 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描述

表 3 对测量司机主观认可的三个自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由表 3
可以看出，专职司机中认可平台规则的比例比兼职司机高。具体而言，

分别有 45. 3%和 42. 3%的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的激励机制产

生认可; 56. 9%和 52. 0%的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的评分机制产

生认可，并对评分做出反应; 50. 3% 和 40. 0% 的专职和兼职司机对平

台工作的灵活性产生认可。下面的回归分析将以下三个自变量纳入，

分别探究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规则的认可是否有效产生了超额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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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观认可描述统计

百分比( % )
平台激励机制优

评分机制让自己为
乘客服务更规范

平台工作更为灵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专职司机 45. 3 54. 7 56. 9 43. 1 50. 3 49. 7

兼职司机 42. 3 57. 7 52. 0 48. 0 40. 0 60. 0

根据司机的工作时间所进行的统计，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平

均每周为 27. 2 小时。其中，专职司机平均每周工作 37. 2 小时，兼职司

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 20. 1 小时，专职司机每周工作时间约为兼职司

机的 1. 85 倍。

( 四) 回归分析

本文以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为因变量，以司机对平台规则产

生的三方面认可为自变量，并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别对两类群

体将认可转化为劳动供给进行检验。① 据此，建立以下模型:

Y = α0 + α1Motive + α2Star + α3Flex + αnXn + ε

其中，Y 代表最近十周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Motive 为

虚拟变量:“是否认为平台的激励机制优”，Star 为虚拟变量: “评分机

制是否让您为乘客服务更规范”，Flex 为虚拟变量: “是否认为平台工

作灵活”。Xn 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入行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年

限、婚姻状况、户籍情况、子女个数、城市。ε 代表误差项。
本文使用 Stata 对上述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以筛选并剔除引起多重

共线性的变量，并保证最后得到的结果最优。
1． 回归结果: 专职司机群体

使用上述模型对专职司机群体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基础上，回归结果( 详见表 4) 显示:

第一，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表现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供给，

相较不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而言，认可激励机制的司机平均

每周多工作 2. 7 小时; 认为评分机制改变自己的工作行为的专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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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供给，相较不认为评分机制改变自己工作行为

的专职司机，认可者平均每周多工作 1. 3 小时。虽然有一半的专职司

机认为平台工作具有灵活性，但是否对平台工作的灵活性产生认可，因

为显著性不足被剔除出回归方程。
第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男性、一线城市、非本地户籍的专职司机

的周工作时间相较女性、非一线城市、本地户籍的专职司机平均多 4. 8
小时、1. 7 小时和 10. 7 小时。入行时间、年龄、教育年限、子女个数变

量对工作时间也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第三，经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4 回归结果: 专职司机群体 N =5335

变 量 回归系数

激励机制优( 参照组: 是)
2. 666＊＊＊

( . 582)

评分使自己服务更规范( 参照组: 是)
1. 313＊＊

( . 588)

入行时间
. 0108＊＊＊

( . 00236)

年龄
. 278＊＊＊

( . 0389)

性别( 参照组: 男)
4. 838＊＊

( 1. 913)

教育年限
－ . 586＊＊＊

( . 127)

户籍( 参照组: 本地)
－ 10. 71＊＊＊

( . 665)

子女数
. 341＊＊

( . 146)

城市( 参照组: 一线城市)
1. 678＊＊＊

( . 609)

常数
29. 27＊＊＊

( 2. 854)

Ｒ2 . 087

注: ( 1) * p ＜ 0. 1，＊＊p ＜ 0. 05，＊＊＊ p ＜ 0. 01。( 2 ) 根据回归结果，此处只呈现了显著的自
变量与回归系数。表 5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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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结果: 兼职司机群体

使用上述模型对专职司机群体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基础上，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认为平台工作灵活的兼职司机的工作时间更多，相较于不认

为平台工作灵活的司机，认可的司机周均工作时间多 1 小时。是否认

为平台激励机制优或是否认为评分机制使自己的服务更规范，对兼职

司机群体的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非本地户籍和一线城市的兼职司机，比

本地户籍和非一线城市的兼职司机周均工作时间多 4. 5 小时和 2. 5 小

时。教育年限和年龄也对兼职司机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但程度较低。
其他控制变量因显著性不足被剔除。

第三，经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5 回归结果: 兼职司机群体 N =7121

变 量 回归系数

工作灵活( 参照组: 是)
. 978＊＊

( . 393)

教育年限
－ . 605＊＊＊

( . 0796)

户籍( 参照组: 本地)
－ 4. 461＊＊＊

( . 427)

入行时间
. 00875＊＊＊

( . 00158)

年龄
. 278＊＊＊

( . 026)

城市( 参照组: 一线城市)
2. 529＊＊＊

( . 402)

常数
18. 43＊＊＊

( 1. 464)

Ｒ2 . 065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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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通过逐步回归，可以对以上两组假设进行验证。第一组假设中，假

设 H1a 与假设 H1b 成立，假设 H1c 不成立。第二组假设中，假设 H1a
与假设 H2b 不成立，假设 H2c 成立。对回归结果的解释是: 认可激励

机制或评分机制的专职司机会付出更多的劳动; 虽然近一半的专职司

机认为平台工作更灵活，但与否定平台工作灵活的专职司机相比较，在

劳动时间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对兼职司机的分析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

结果，对平台工作灵活性的认可会产生更多的劳动，但是否认可激励机

制和评分机制对兼职司机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在平台使

司机产生认可、满意进而催生合作的机制中，激励机制和评分机制能够

刺激专职司机延长劳动时间，而对平台工作灵活性的认可是刺激兼职

司机延长劳动时间的因素。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混合研究的方式，通过深入探究 W 移动出行平台中劳动者

的劳动过程，着重分析了工作中的控制、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劳动供给。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本文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扩

展。在马克思之后，布雷弗曼、爱德华兹、弗里德曼、布若威等学者对劳

动过程理论的扩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时代发展至今，在新的商业模式

和就业形式下，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依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劳动过

程的研究焦点转向了灵活的就业形式，并着重分析了劳动者的主体性，

这些都是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扩展。
第二，本文丰富了学界对分享经济的研究。分享经济方兴未艾，目

前学界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研究偏重于分享经济的定义、类
型等探索性研究，缺乏全面的描述性研究和深入的解释性研究。本文

则着重分析了分享经济下工作的新特点，指出了劳动过程控制和劳动

者的主观意识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差异。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对分享经济中的

劳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对案例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数据验

证，从而在研究方式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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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混合研究发现，分享经济以互联网平台和技术为依托，工作任

务变得更加碎片化，劳动控制也变得碎片化。所以在分享经济用工模

式下，碎片化的控制与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是同时并存的。这种新的

用工模式也导致劳动者对平台和平台规则的主观认识与体验变得更加

复杂，主动认可和被动接受下形成的主观认识远比布若威描述的“同

意”更加复杂。
尽管劳动者享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但是当劳动者在平台上工作

时，平台对在线工作过程的控制变得更强，也更具隐蔽性。通过颇具激

励性的薪酬体系和任务设计，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游戏之中，完

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同时平台通过星级评分机制，借助消费者的监

督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产生了实质性控制，并能

够施行类似雇主的惩戒措施。通过以上激励机制、评分机制、监督机制

等方面的设计，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过程产生了实质的控制，使劳动者

的认可多于不满，合作多于反抗，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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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meen Model in Lu vill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l
concept-cognitiv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analytical variable of “cultural
exclusion”． Second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and presents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s another analytical
variable． Combining the two variabl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result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exclusion
or low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which mean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two variables in specific
local communitie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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